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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城市住房系统减碳经验及其中国
镜鉴

■ 龙金桥 庄立圆 麦克莱兰·邓肯

摘要：住房系统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住房政策通常关注住房社会目标的实现，忽略

了住房系统所带来的环境影响。以国际视角为基础，本文对住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构建了二者之间的理论框架，阐述了住房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机理，同时说明

了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对住房系统的影响。本文认为，在建设、维护、改善和使用住房

资本时所涉及的活动和属性对碳排放起着主要推动作用，气候变化对住房系统特别是其

质量、价格、运行成本及社会分层有重要影响。针对当前住房系统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

政策建议：住房、规划、交通和环境部门应加强协同，并在各级政府间和非政府间扩大合

作；加强新建住宅技术创新，对存量住房进行节能改造，提升“住房服务”能源效率；注重社

会公平和环境正义，确保住房系统分层过程不会导致新的不公平的地理格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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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类居住系统中，住宅是生活环境中最广泛的组成部分[1]。人类的生态足迹始终

与住房相关：住宅内的供水、污水处理和供暖系统直接影响了早期城市居民区周围的水和

空气质量；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早期城市化的遗存信息表明，在诸如希腊和罗马等较发

达城邦，其城市聚落已引入住宅区内部的分区体系，将与噪声、火灾隐患、烟雾和有害气味

溢出相关的土地用途与市民住宅分隔开；19世纪，随着城市不断发展，煤炭等化石燃料的

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拥有更多资源的家庭为远离

污染水源、有害气体以及雾霾污染支付了高昂的费用，搬入位于上游的社区，使得位于上

游的社区因此迅速产生溢价，而下游地区则被认为不利于人类健康。局部地区环境质量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147



的巨大差异加速了城市中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隔离。城市环境的建设过程导

致物质资本侵入自然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自然资本。用建筑结构取代自然资本，

对自然资本存量、居民获取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以及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影

响。同时，通过吸收、辐射和“热岛”效应，这一过程也对当地和全球气候产生了影响[2]。
住房在塑造自然资本的使用、影响生物多样性，以及影响空气和水的质量方面作用巨大，

对社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和便利性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直到 20世纪 70年代，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来自特定区域的烟雾污染会突破地理范围的

限制，导致其他地区和国家出现酸雨。固体废物和水污染也对大范围的海洋系统产生了

负面影响。许多国家陆续建立起国家和省级层面的环境部门，致力于解决与废物污染、水

污染、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相关的问题。不少环境问题在进入 21世纪之前已经得到改

善，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OECD）国家的污染水平大幅降低，碳氟化合物引起的臭氧层侵蚀问题也得到基

本解决。

在取得这些进展的同时，人们也意识到了更为复杂的环境挑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温

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加所造成的累积性损害。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被确认为引起全

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的主要原因[3]，其来源涉及多个方面，尤其是化石燃料的广泛使用[4]。
除了全球范围内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加外，二氧化碳排放的外部性，即原始产生地点与

影响气候变化位置的脱钩和不匹配，也给协调地方行动以形成全球解决方案带来了巨大

困难。这种“起源地—发生地”的不匹配使得环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碳排放—全球变

暖—影响范围”系统正逐渐接近产生灾难性后果的边缘，气候变化的后果将出现不可预测

的动态变化[5]。全球变暖对 21世纪经济和社会的运作方式构成了生存威胁，只为应对地

方性生产和区域性环境破坏而设计的基础设施和治理系统已不再符合未来几十年对良好

环境和有效治理的需求。

如果继续使用化石燃料等传统能源和基础设施，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2022年
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指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摄氏度需

要快速、深入和持续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到 2030年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相

对于 2010年的水平减少 45%，并在 21世纪中叶前后达到净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简称 IPCC）最近的气候评估综合报告

也强调了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原因[6]。报告也指出，气候变

化引起的风暴、洪水、干旱、创纪录的高温和低温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将给人类带来更

多生活上的不适、破坏和死亡。

住房系统对零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大部分国家的住房政策通常

只关注住房社会目标的实现，忽略了住房系统所产生的环境后果。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

验表明，在国家层面，住房部门将建筑物和建成环境的问题留给了规划部门，将职住分离

造成的环境结果归于交通运输部门，而对住房系统了解不多的环境部门则很少将住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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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考虑。现有文献缺乏对住房系统与碳排放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

本文基于国际视角，构建了住房与环境关系的理论框架，阐明了住房系统对碳排放的影

响，并探讨了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对住房系统的潜在影响。本文认为，在建设、维护、改

善和使用住房资本的过程中涉及的活动和属性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碳排放

不断增长带来的气候变化对住房系统特别是其质量、价格、运行成本及其社会分层作用产

生着重要影响。最后，本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助推

我国住房系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一、住房与环境关系的理论框架构建

住房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递归关系（图 1）。了解这种递归关系首先需要对住房进

行广义上的定义[7]。住房是家庭用来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的场所，既具有一组地理上

固定的属性，也是一系列活动的构成。住房属性是居民日常活动和出行模式的核心，包含

价格、面积、所有权、区位、质量等，也涉及其他家庭资本、服务以及能源使用；住房涉及的

活动则包括土地开发、住房建设、住房维护及住房销售、提供“住房服务”等，是对资本、土

地、材料、劳动力和能源的综合利用。从事

住房和家庭活动会引起一系列环境影响和

溢出效应，如固体废物污染、水污染和空气

污染等，对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产生影响，

从而引起气候变化。同时，气候变化也会

对住房活动和住房属性产生影响。住房与

环境之间的递归关系展示了住房系统与环

境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复杂性。

住房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既包括“嵌

入”在住房建设过程和建筑材料中的温室

气体排放，比如在土地开发、住宅建筑、维

护和翻新过程中使用的能源密集型材料所

产生的二氧化碳，也包括家庭“运营”中使

用住房的温室气体排放。住房作为一种内

含能源和供水系统的建筑结构，其面积、供

暖系统和隔热性能是影响居家生活产生碳

排放的关键因素。住房属性同样会影响温

室气体的排放：住房价格与住房能耗相关；

住房面积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采暖

使用的能源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住房区图 1 住房与环境关系：住房活动和住房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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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决定了出行距离和出行方式，而出行距离和出行方式也是化石燃料使用的驱动力。因

此，住房活动和住房属性极大地影响了家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些温室气体排放对未

来的天气系统产生影响，天气系统的变化又会通过对资本、土地、材料、劳动力和能源的综

合影响对住房活动和住房属性产生递归效应。

二、住房系统对碳排放的影响

住房系统是碳排放以及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8]。住房开发、建设和维护等住房

活动，会广泛使用能源、劳动力和材料来取代自然资本，而这些资源的使用通常伴随着二

氧化碳的产生。根据OECD的报告，2020年OECD国家住宅建筑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约占这些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6%[9]。其中大多数建筑的关键结构材料为混凝土和

钢材，属于能源密集型产品，而且建筑部门使用的直接和间接能源大多来自不可再生能

源[10]。从住房内部属性看，住宅所有权、住宅结构、住宅质量和住房面积会直接影响家庭

能源的消费[11-15]；住房价格能够影响居民的居住决策，从而进一步影响其通勤碳排放[16]。
与此同时，住房的外部属性，即住宅的地理位置和邻里特征对于一个家庭在多大程度

上能够充分实现其家庭活动和需求的本地化，以及通过零碳交通方式与更广泛的城市活

动点相连接的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造成交通运输部门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

的所有因素中，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被认为是与交通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决定因

素。自 2000年以来，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城市蔓延逐渐显著，从城市核心地区分

散到其他偏远地区，导致家庭通勤时间和成本的快速增长。这一趋势的重要原因是家庭

活动模式关键要素的改变，以及这些要素在大都市或地方经济中空间流动结构的转变。

基于预防动机、遗产动机以及住房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服务，老年群体倾向于在子女独立后

继续留在高价值的“家庭住房”中[17]。因此，离工作和活动地点较近的住房有效供给减少。

由此产生的系统性影响是，老年人对住房过度消费，使其住房比正常情况更快地老化，老

年人家庭的能源消耗比实际需要的更高。与此同时，年轻家庭则需要更多的出行来整合

他们生活中的各个空间点。住宅在公共基础设施、商业性服务和就业区域等方面的可达

性是家庭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核心，而在从事这些活动和生活方式过程中使用的化石燃料

是家庭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组成部分。

住宅的日常运营也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影响[18]。根据 2020年OECD国家的数据，用

于提供住宅内“住房服务”的能源消耗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23%[19]。以加拿大为例，“住

房服务”的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分别占二次能源使用的 16.6%和温室气体排放的

12.7%[20-21]。2018年，住宅部门的主要能源终端用途包括供暖（64%）、水加热（18%）、电器

（13%）、照明（3%）和制冷（2%），其中空间加热和水加热消耗的能源约占国内总能耗的

81%[22]。这些数据凸显了“住房服务”在能源使用和碳排放中的显著影响。

与住房系统对碳排放的重要影响相对应，提高新建住房的碳要求、扩大对现有住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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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以及提高住房设备的能源使用效率有助于降低住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首先，住房

建设过程对实现零碳排放具有重要作用[23]。发达国家已有实践表明，目前在住房建设过

程中实现减排存在三种主要方式：一是使用需要较少能源的材料，比如用木制品取代混凝

土和钢筋材料，或者使用其他可循环材料[24-25]。二是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建筑机械的良

好维护、高效使用燃料并减少对碳密集型燃料的依赖，减少机械消耗的能源[26-28]。三是发

展模块化建筑[29]。使用传统方法的建筑流程效率低下，这也是造成建筑成本高、劳动生产

率低、生产速度慢、质量参差不齐以及能源使用量和浪费增加的重要原因。与此相比，模

块化住房建造工艺可以将传统建造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近一半[30]。模块化建筑

工艺已经在多个国家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尤其是在住房短缺、建设成本高昂的斯堪的纳

维亚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有 30%~40%的住宅采用模块化建筑。而在加拿大、英国等国家，

模块化建造也日益受到开发商和政府的青睐[31]。其次，在大量老式高层住宅存在的情况

下，对住宅进行节能改造对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尤为重要[32-33]。除了带来环境效应，住宅

节能改造可以创造大量新的、对技术有较高要求的工作岗位，并大幅提高就业率和国民收

入。最后，提升“住房服务”供给的能源使用效率对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

要作用。以加拿大为例，在 2000年至 2018年期间，住宅部门的能效提高了 28%[34]。虽然

加拿大二次能源使用量在 2000年至 2018年期间增加了 8.4%，但如果没有住宅能源效率

的提高，其增幅将达到 36.1%[35]。每户和每单位建筑面积的能源使用量大幅下降。据估

计，直到 2020年，因技术进步、政策法规、规划以及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改变已将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减少了近 55兆吨，并为加拿大人节省了超过 260亿美元的能源成本[36]。具体

来说，有四类节约能源消费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一是通过能源改造和升级减少建

筑供热和制冷负荷以及其他终端用途；二是提升空调、热水器、热水壶等家用设备的能源

使用效率[37]；三是进行能源转型，扩大能源部门对清洁和可持续能源的投资，推动可再生

能源的广泛使用[38]；四是促进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39]。
OECD国家在减排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虽然人口和住宅数量有所增加，但由于能

源效率的提升，从 2000年到 2020年，这些国家住宅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下降了

17%[40]。然而，霍勒（Hoeller）等人指出，在非OECD国家，建筑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幅

上升，这反映出新兴国家体系在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降低二氧化碳强

度的进展有限[41]，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仍然是许多新兴经济体能源结构的核心[42]。以国

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以下简称 IEA）和OECD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强调了

建筑业和能源部门在遏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重要性。然而，这两个机构都在很大程度

上低估了住房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后果，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将与可达性相关的碳排放归

于交通运输部门，而忽略了住房和交通之间强大的协同作用。IEA指出，要在 2050年之前

实现净零排放需要[43]：到 2030年，发达经济体对“零碳”建筑的改造率达到每年约 2.5%，新

兴市场经济体到 2030年实现每年 2%的改造率。同时，到 2050年，现有建筑的改造率达到

85%；在新建住宅方面，“零碳”建筑的比例从 2021年的 5%上升到 2030年的 100%；到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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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家用热泵的数量预计增加到 6亿台，到 2050年达到 12亿台。

随着清洁能源发电的大规模推广，到 2050年，家庭节能设备的采用率将大幅提高，能

够使用清洁电力的总人口比例将从 70亿增加到 100亿。这些数据既说明了当前问题的严

重性，也彰显了全球改造住宅能源系统的巨大机遇。虽然OECD总体上降低了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各国政策行动的数量和强度也有所增加，但目前仍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在过去 20年中，OECD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平均降幅有限，这掩盖了各国

表现的巨大差异。丹麦、爱沙尼亚、立陶宛和瑞典的排放量下降了 50%以上，而智利、哥伦

比亚和土耳其的排放量则上升了 50%以上。其中，丹麦住宅部门脱碳化速度最高，二氧化

碳排放量在过去 20年中下降了 60%以上，这主要归因于该国从煤炭和天然气向依赖风力

等可再生资源发电的无碳供热系统的转变。自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丹麦还率先推出了

以天然气为动力的区域供热网络，最近又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升级为以生物质和废物为动

力的一次能源[44]。
其次，行动不够迅速。IPCC表示，需要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才能在 2100年将全球平均

气温升幅限制在 1.5摄氏度以内，但是OECD各国的实践显示碳减排成效仍然不明显。除

非大幅减少与住房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净零碳的目标恐难以实现。然而，截至

2020年，不少国家政府在是否以及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

择。人均住宅能源使用量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性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各国之间的政策差异[45]。
再次，目前关于住房“去碳化”的讨论和相关行动，往往侧重于在住房建设过程中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或对住宅内部属性进行改造以减少住宅能源需求，以及将能源系统转换为

使用可再生能源。这种关注点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排除了住房区位的选择对家庭产生的温

室气体的重要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和住房供给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被视为一个完整的连

接系统，但在公共政策决策中却可能被割裂开来。目前，家庭出行需求和相关的拥堵问题

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在地方和大都市范围内通常都是由交通运输部门主管，缺乏其他

部门的参与。

三、气候变化对住房系统的递归效应

不仅住房市场通过住房活动和住房属性对碳排放产生影响，气候变化本身也对住房

产生影响。从 21世纪初开始，各国政府开始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主要后果进行模拟，

认识到全球变暖将对除特定地区和特定群体以外的所有地方产生重大影响以及其发生的

可能机制。随着 IPCC等机构对未来较长时期内全球系统变化的预测越来越准确和可信，

这种模拟预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具体。碳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住房的价格、质量和运行成本，同时也对财产和社会分层产生负面影响。

瑞士再保险研究所（Swiss Re Institute）将灾难细分为具有严重后果的自然事件和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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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46]。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人为灾害的发生已经翻了一番。自然灾害的数量在这半

个世纪中呈稳步上升趋势，从 1970年至 2020年，自然灾害数量增加了两倍。2022年，自

然灾害造成 3.3万人死亡，而人为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则在 3000人以下。灾难造成的总

损失高达 2500亿美元，保险损失占总损失的一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保险覆盖的份

额一直在下降。IPCC表示，2022年恶劣天气造成的保险损失达 31亿美元，损害额较 21世
纪前十年高出 4~5倍。灾难数量增多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财产索赔额的快速上升。在

加拿大，个人财产索赔从 1996年到现在增加了两倍，从 23亿美元增加到 71亿美元[47]。由

于这些天气灾害的影响，房屋保险的平均成本持续攀升，2021年的平均成本为 1000美元，

到 2022年底已升至 1300美元左右。与此同时，极端天气的出现和城市热岛效应可能会导

致能源使用量增加，从而提高住房成本。

气候变化还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有时甚至是未被认识到的住房系统风险。最近由古

列维奇（Gourevitch）等人进行的一项研究探讨了从气候变化模型中得出的气候风险，分析

了这些风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在房屋价值中，并估算了未定价的气候风险以及美国房地

产市场估值过高的潜在后果[48]。研究发现，风险效率与实际价格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尤其是面临洪水风险的住宅价值被高估了 1210亿至 2370亿美元。这些被高估的房产主

要分布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缺乏洪水风险披露法律，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也相对较少。古

列维奇等还探讨了避免住房市场在系统范围内受到损害的四种政策方案。其中，最不理

想的策略是政府隐瞒损害风险估计，但在发生重大损害事件时表现出对未来进一步损害

的预期，这可能导致房价迅速下跌。相反，最优策略是在非灾难情境下充分披露损失估

计，并考虑到支持性的减灾战略。房地产市场对风险的理解和定价可能并不完善，这也可

能成为保险公司未来的主要关注点。

城市化进程对低收入家庭的负面环境影响历来存在[49]。这种影响持续塑造着环境、

建筑以及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密切互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可负担的住房一直

是传统住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环境质量的显著差异加剧了城市中高收入家庭和

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隔离。从“邻里效应”理论中可以看到，居民区的质量、布局、设计、绿地

和建筑结构的组合已经成为家庭选择和支付“住房产品”时的一部分。从经济意义上讲，

住房和邻里始终是绑定在一起的商品。因此，长期以来住房市场一直是家庭在拥有足够

资源的情况下选择当地环境的机制。住房市场将环境的溢出效益和成本资本化为房

价[50]。特征价格模型的研究表明了不同住房和社区属性在整体房价中的影响权重，住房

和社区的环境属性通常决定了 10%至 20%的住宅价值，收入越高的家庭所占比例越

高[51]。反过来，收入对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意味着，在任何大都市地区住宅和社区的质量

及可达性具有明确的地理模式，因此住房系统通常将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划分到不同的

地点，收入较高家庭往往会选择居住在设施质量较高的社区，而低收入家庭通常居住在环

境相对较差的社区。此外，随着各经济体开始调整到净零目标，调整的成本很可能会不成

比例地落到低收入群体身上。如果市场持续竞争更多的绿色空间或者更高的可达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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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家庭可能被迫迁移到新定义的贫困地区。因此，最贫困的人群和地区将受到转型

负面影响的最大冲击，低收入人群可能被隔离到最难实现零碳生活的地区。

四、净零碳目标的策略应对

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部分问题是作为外部性发生的，即在进行某种目的消费活动时，生

产者没有考虑到其对社会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未意识到排放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也可

能是由于缺乏要求考虑他人福祉的相关法律法规。住房市场常常受到消费者信息缺乏、

不确定性、市场结构不完善和局部垄断以及长期失去“平衡”的困扰，因此需要政策的广泛

参与[52]。然而，当前大多数国家住房政策一直强调社会目标和结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往

往忽略了住房系统重要的环境后果，很少考虑在目前的住房战略、土地招标和住房部门的

职权范围内环境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住房部门通常将建筑物和建设环境的问题交给

规划部门处理，将职住分离的环境影响归于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而对住房系统了解较少的

环境部门很少考虑住房与环境相结合的问题。本文针对净零碳提出如下应对策略。

首先，实现净零碳目标需要深刻理解住房等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不断演变、递

归和重叠的系统。住房系统及其分类机制决定了出行需求和模式，而交通系统和结构也

影响了住房选择。这就要求住房、规划、交通和环境部门采取协调一致的整体行动，并在

各级政府间及非政府间加强合作，制定更加协调、综合的供给系统战略。例如，设计经

济—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相关联的零碳战略，需要深入了解住房系统的地理位置及其

动态演变，探索与住房脱碳化目标密切相关的政策理念，如“10/15分钟社区”“紧凑型城

市”和“以交通为导向的发展”等的可行性；也需要重视非营利性住房提供者如何在促进和

资助社区能源方面的作用，并推动他们发挥更强大、更广泛的作用。

其次，实现净零碳过渡涉及对新建住宅进行重大技术创新以及住房改造。为了解决

超大特大城市现有住房短缺、城市化和改造现有住房的新需求，住房供给可能会有所增

加，而如果不能迅速实现脱碳化，扩大住房供给政策可能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以建筑过

程为例，建筑过程脱碳化的创新方法包含减少建筑机械的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在制

造过程中采用使用较少能源的材料，同时用可循环材料替代并实现材料本地化购买、鼓励

模块化住宅建设以及使用新能源相关的结构和系统，提高空间供暖、水供暖、电器、照明和

空间制冷的能源效率。由于采用高标准新能源的新建建筑占住房存量的份额较低，进一

步快速降低住房能耗必须对现有住房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而在住房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困

难包括缺乏旨在减少现有建筑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结构化方法、改造费用造成的家庭

负担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设计有效的金融工具，为大多数居民的改造提供

资金，并确保低收入家庭实现公平过渡。

再次，应用经济学等学科在加强有关低碳的基础性研究方面也可以为有效的变革战

略做出重要贡献[53]。比如，温室气体问题同许多环境问题一样，其关键因素是外部性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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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失灵。许多并非专门针对住房系统的手段会对住房市场产生良好的效应，如碳税和土

地税收的征收，以及禁止在公共交通系统或废物处理中使用化石燃料等法规。当然，政府

财政支出计划也会对此产生影响。经济学等学科对这些因素的探索将为住房政策的制定

提供有效指引。同时，在住房供应链中，开发商作为最重要的决策者，对新建住宅如何应

对技术、人口和住房政策的变化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因此，提供更充分的实证研究向开发

商证明住房能源转型带来的收益及面临的障碍，将对解决住房系统产生的环境后果产生

重要影响。

这些措施是住房系统实现净零碳排放的关键举措。政府目前在应对建筑业及建成环

境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并在减少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也取得

了显著成就，但仍需要将规划、环境、交通和住房整合到跨部门的合作中，以进一步提出综

合性的应对措施。这种跨部门合作将有助于确保政府的战略在各个部门和领域之间协调

一致，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净零碳目标。

总结

住房系统的绿色化转型是节能减排的重要一环[54]。为了实现住房系统的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本文以国际视角探讨了住房系统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住房系统与

环境之间存在着循环递归关系，住房活动和住房属性是碳排放及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而

碳排放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住房的价格、质量和运行成本，同时对住

房系统中的社会分层产生不利影响。同西方国家面临的困境相似，我国的住房政策一直

关注住房系统的社会目标，住房系统产生的环境后果未被放在政策考量的优先位置。因

此，住房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意味着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

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为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第十二部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要“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

节约制度”“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55]。这意味着为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政府要协同推进降碳，“碳双控”不只控能源，还要落实到住房系统、交通系统等社会

生产生活的多个领域多个环节，须全面系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从本研究的关注点上看，

住房系统落实“碳双控”部署应注意以下四点。

首先，住房、规划、交通和环境部门需要协同配合，加强各级政府间及非政府间的合

作。通过更有效的方式连接家庭的主要活动区域与住宅，从而减少与出行相关的温室气

体排放是各部门协作与配合的关键一环。这需要对“我们应该在哪里进行住房投资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排放”“什么是住宅的最佳组合和地理位置”以及“哪种类型的场所建设和基

础设施投资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非主动出行需求、降低对碳密集型出行方式的依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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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其次，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家庭能源使用中产生的温室气体。在

新建住宅方面，需要进行重大的低碳技术创新，并推动大规模的住房改造。再次，提升“住

房服务”的能源效率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最后，确保住房系统分层过程不会导致新的不

公平的地理格局产生。在推动住房系统零碳目标实现过程中，应注重社会公平和环境正

义，确保各层级的人群都能享受到环境和住房的公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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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ivotal ev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capitalizing enterprise data resources

on balance sheets is crucial for unlocking the value of data elements and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urrently, enterprises face challenges in confirming, measuring, and disclosing their data assets. To accelerate en‐

terprises’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e their capabilities to leverage data assets for investment and financ‐

ing, cities like Beijing, Shanghai, Shenzhen, and Guangzhou have pioneered proactive approaches, offering valu‐

able insights for other regions. Looking ahead, the steady promotion of capitalizing enterprise data resources on

balance sheets will follow the principle of“easier first, harder later,”facilitat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evant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Various regions and sectors of China should adopt tailored approaches

aligned with local condi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service platforms, developing the data assetiza‐

tion ecosystem, and encourag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lead by example. This strategic approach will drive

the assetiz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of data resources, thereby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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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Lin, Mei Cha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Space of Flows”highlights how the mobility of factors influences spatial dynamics, of‐

fering a nuanced view of how space evolves from a static, place-based concept to a relational one.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represen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erges from the interplay of information, logistics, people,

and capital in three-dimensional space. This interaction significantly shapes socio-economic interaction patter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relies on the scaling of low-altitude airspa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lements across various scales, which establishes the foundational order for its growth. By rescaling scales, enh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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